
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

行 龙

摘 要: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 30 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进展，是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富活力和最具创新意义的

领域。对已过“三十而立”之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进行学术史反思，对于推进未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出现了多学科交叉的良好势头，这有助于克服“碎化”或“碎片化”
的现象;学者从田野调查中寻找到了新的创新点，而不是只顾进村找庙而不顾外面的世界;以“重提政治史”代

替“除去政治史”以及向现当代史的延伸，则是追求“总体史”的一种内在体现。多元开放应该是中国社会史研

究下一步的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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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历史学的研究取得了

长足的进展，其中社会史的异军突起尤为引人瞩

目，说社会史是新时期中国史学最富活力和最具

创新意义的领域大概不会为过。有关 30 年来社

会史研究的回顾及成果介绍的文字已有很多，反

思以往，面对未来，成为目前学界讨论的热点，而

已有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走向未来的起

点。本文试从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为切入点，也来谈谈步入“而立之年”的中国

社会史研究的未来走向。
几年前，赵世瑜教授曾在《河北学刊》2005 年

第 1 期发表了一篇名为《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
的专题论文，通过检讨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存在

的一些问题，试图对其未来的发展走向提出可能

的路径，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现在我把这个

题目借用过来，并增加了“中国”二字，意在强调

中国社会史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而对今后的研究

取向也提出一些自己的思考;就西方社会史研究

的相关问题而言，那毕竟是一个更大的题目了，在

此不再多加展开论述。

一、“碎化”或“碎片化”

无论从西文中转译过来的“碎化”与“碎片

化”的表述确切与否，“碎”字在汉语中最一般的

理解就是破碎、粉碎;另一个意思是琐碎、细碎。
碎片则是散乱一片，“一地鸡毛”。笔者接受社会

史研究应当碎化的做法，就是要把研究对象咬碎

嚼烂，烂熟于心，化然于胸，然后付诸笔端。而

“碎片化”则是研究者需要力戒和摒弃的，这是因

为只有碎片一地，却没有那个“有似绳索贯穿钱

物”(陈旭麓语)的东西，只能是碎片越来越多，景

象越来越乱。反之，如果有了那个“有似绳索贯

穿钱物”的东西把一地的“碎片”再串通提起，这

样的“碎片化”倒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其实，说

社会史研究“碎化”或“碎片化”，主要还是批评其

研究对象和选题的琐碎罢了。
社会史研究中出现“碎化”的现象，其实与其

学科的特性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研

究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现象。社会史首先建立在对

传统史学的反思、批判的基础上，西方传统史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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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为重，注重叙述事件而缺少推理分析;注重抄

录史实而不作概括归纳;注重研究个人而忽视集

团;注重上层人物而忽视下层民众，有人将此概括

为“事件的历史”。在中国，梁启超在倡导新史学

的同时，猛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

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述而不

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那实际是

一种“帝王将相”的历史。社会史研究在批判传

统史学的基础上异军突起，又在批判传统史学的

基础上树立起旗帜，这个旗帜的核心就是代表着

新史学发展趋势的“总体史”。勒高夫在谈到伏

尔泰等“新史学的祖先”时明确指出:“这里所要

求的历史不仅是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且还

是经济史、人口史、技术史和习俗史;不仅是君王

和大人物的历史，而且还是所有人的历史;这是结

构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事件的历史;这是有演进

的、变革的运动着的历史，不是停滞的、描述性的

历史;是有分析的、有说明的历史，而不再是纯叙

述性的历史;总之是一种总体的历史”。①

1980 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除了拨乱

反正、解放思想的时代背景推动外，史学界本身的

自省也是一个重要的动力。人们越来越意识到，

一个时期以来，史学研究被浓厚的政治意识所笼

罩，以政治史尤其是阶级斗争史为主导的史学，不

仅不能反映历史的全部和真实，而且使研究越来

越苍白干瘪，在一片“史学危机”的呼声中，“把历

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恩格斯语)成为复兴社会史

研究的最强音。复兴最初的中国社会史，无论

“专史说”还是“通史说”，都在强调一种全面的历

史或总体的历史。于是乎，人口、婚姻、家庭、宗

族、城市、农村、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庆习俗、教
育赡养、自然灾害、会党土匪、宗教信仰等均被纳

入社会史研究的视野。柳岸花明又一村，具有新

史学色彩的社会史研究大大地超越了传统史学的

研究领域，一时间给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之感。
正是在这样一种复兴初期扩展领域和“占领地

盘”的过程中，1990 年代初期，即有学者批评中国

社会史研究的“碎化”，好像社会史学科也是一个

杂物筐，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面装。
应该说，社会史研究过程中出现的“碎化”现

象，实际上就是在“总体史”的旗帜下自然产生的

一种学术现象，西方社会史研究亦复如此。最近，

笔者刚看过一本《碎片化的历史学》，即是对年鉴

派史学进行评介的书。② 问题是，研究者如何在

自然的“碎化”过程中自觉地避免“碎片化”，依我

之见，还是要回到总体史的路子上来，正确地理解

和把握总体史。只有如此，才可能使社会史研究

真正摆脱“碎片化”的境地。
在我看来，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并不简单

的就是要追求研究对象上的五花八门、包罗万象

甚至是越多样化越好、越琐细化越好，也不是单个

社会要素连续相加重叠的混合体，而是一种多种

结构要素相互联系和作用的多层次的统一体。布

罗代尔特别强调，“所谓总体，指的是一个统一

体”。③ 他所倡导并实践的结构、局势、事件“三时

段”历史，首先就是一种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的

总体史。马克·布洛赫说:“无论什么性质的社

会，一切事物都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政治、经
济的结构与信仰及思想最基本、最微妙的反映都

概莫能外。”④社会史的选题应该没有大小之分，

再小的选题也可以是社会史的选题，关键是要

“以小见大”，在总体史的眼光下寻找事物的互相

联系和作用。同样，只有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

础上把握总体性，“保持总体化的眼光”，再小的

区域也可以作出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史。勒华·
拉杜里的《蒙塔尤》一书，其研究对象虽只是中世

纪法国南部一个拥有数百人的小村庄，但它却试

图把构成和表现 13—14 世纪蒙塔尤社区生活的

各种参数一一揭示出来，“明确表示了新史学的

总体研究愿望”。我想进一步强调的是，社会史

意义上的总体史与唯物辩证法中整体的观点、普
遍联系的观点也是息息相通的。

避免“碎片化”的办法就是从总体的观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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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高夫 等主编:《新史学》，姚蒙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年，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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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多学科的交融。彼得·伯克有言:“各个学科

的结合是对碎片化的补救”，①“揭示地域、社会

群体与各个学科之间的关联，是与碎片化进行战

斗的一种方式”。②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本

来就是社会史研究的重要特征，年鉴学派自创始

一直到如今第四代学者 80 年的发展过程，就是一

个多学科不断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即使当今西方

流行的微观社会史，也有许多优秀的能够体现总

体史的著作。“由于教科书是通论性质的，你并

不必须对每一个小问题都进行研究，而一部好的

微观史却同时需要具备细节、证据和总体史的雄

心”。“倘若一部微观史写得好的话，它应该是一

部有着自身深厚内蕴的研究，但同时也会揭示出

与在它之外的其他进程的事件的关联”。③

①②③ 玛丽亚·露西娅·帕拉蕾丝—伯克编:《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78、
179、76 页。

④ 布罗代尔:《论历史》，刘北成、周立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20 页。

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保持总体化的眼光”，

进行多学科的交流对话，勇于和善于在具体研究

中运用整体的、普遍联系的唯物史观，再小的研究

题目、再小的区域研究也不会被人讥讽为“碎片

化”。可惜的是，我们仍有一些研究者并没有把

总体史的眼光贯穿到自己具体的研究实践中。对

此，早在 1950 年，布罗代尔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

演讲中就引用年鉴派创始人费弗尔的话大声疾

呼:“最好不过的是，每一位学者在从事他自己的

正规专业、忙于开垦他自己的花园时，也应该努力

注意邻人的工作。但是，往往由于院墙太高而被

挡住了视线。倘若这些不同团体之间的智力交流

更频繁一些，那么将会有多么丰富的关于方法和

关于事实解释的珍贵建议，会有怎样的文化成果，

会在直觉上迈出怎样的一步!”④应该说，“碎化”
或“碎片化”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碎而不通，

碎而不精。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已经出现了多

学科交叉的良好势头，也有一些较为成功的著述

出现，但未来的路程仍然十分漫长。

二、关于“进村找庙，进庙找碑”

1990 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史研究出现了从整

体社会史到区域社会史的学术转向，也就是从社

会史学科性质、概念、范畴及宏观的、一般的“大

而化之”的讨论层面向更为深入的、以特定区域

为取向的研究模式转换。这是中国社会史复兴以

来近 10 年时间后出现的又一个新的潮流，也即是

人们所熟知的区域社会史研究。
可以说，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兴盛固然受到了

“中国中心观”、“区位市场体系”、“国家与社会”
等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但社会学、人类学的田野

调查理论和方法更为其提供了直接的学术资源。
1980 年代后期，陈春声、郑振满、刘志伟等“华南

学派”同行即与海外人类学机构和专家合作，开

展华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并与香港科技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多期“历

史人类学研讨班”，中山大学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中心”随即挂牌成立，历史人类学在社会史界乃

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界受到了极大关注。依笔者

粗浅的理解，“华南学派”的历史人类学，其研究

特色主要是在历史学为本位的基础上，充分借鉴

吸收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从“历史与田野”的视角

进行区域社会史研究。或者说，他们注重共时性

结构和历时性过程的结合，在把握历史脉络的基

础上，从过去如何造成现在、过去的建构如何诠释

现在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以宗族、绅士、族群认

同、械斗等为切入点，研究华南地区作为特定的地

域社会在历史长河中是如何逐步纳入国家的过程

及其复杂的生成关系的。
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他们的研究对象

大都选择在基层与乡村，凸显了自下而上的社会

史路径，所以对村庄及庙宇的田野考察成为一道

亮丽的风景。杨念群教授曾将此形象地描述为

“进村找庙，进庙找碑”。在我看来，这样的描述

一方面表达了“华南学派”进行区域历史研究的

特色;另一方面又似乎在提醒我们不能只是一头

钻进村庙而不顾外面的世界。此外，这样的研究

还试图表明了把历史与田野结合起来对推动整个

中国史研究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其实，杨念群教

授后来倡导和讨论的“感觉主义”及“在地化”研

究以及笔者提出的“走向田野与社会”治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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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有着这样的学术蕴含。显而易见的是，走进

历史“现场”，寻找过去的遗迹，充分地将文字史

料在田野中激活，已经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者建

构大历史进程中特定地域社会变革所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作。
正如我们不必为什么是社会史争论不休、悬

而不决一样，我们也不必为历史人类学争什么学

科地位。重要的是，社会史研究要“优先与人类

学对话”，充分吸收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历史

学为本位开展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工作，应当

是值得充分肯定和需要长期坚持的方向。可以

说，人类学家从事的微观个案研究，他们到研究对

象的生活圈子里进行长期的田野工作，并对其观

察和体验到的“他者”世界进行“深描”和“文化的

解释”，这些都是社会史研究者，尤其是区域社会

史的研究工作者应当在实践中认真加以体悟和感

受的方法。因此，我们不能把“进村找庙，进庙找

碑”与解读历史文献的功夫割裂开来，更不能将

两者对立起来。离开基本的历史文献无法去做历

史的研究，也不可能拥有社会史意义上的“总体

的眼光”，进行田野工作恰恰是为了进一步的激

活文献，读懂读通文献。为了直接体验特定空间

里的历史，到研究对象的实地进行人类学式的田

野考察，不仅可以发现一些文献上没有记载的内

容，而且会把文献上死的历史记载变为有了切身

感受的活生生的历史“现场”。把历史文献与田

野考察结合起来，把象牙塔里的历史学家变为

“田野里的历史学家”并没有什么不好。然而，需

要指出的是，社会史的田野调查还是要以历史学

为本位，人类学倚重参与观察和口述资料，历史学

则强调在参与观察的过程中对地域历史的体验、
感觉和文本资料的搜集。我们也可以将这看作是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社会史的田野调查的差别所

在。我曾经指出要想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真正地

有所创新，就需要不断地走向田野与社会，将史

料、研究内容、理论方法融为一体，这实际上也是

在强调史料的搜集在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性。①

目前田野调查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已经蔚然

成风，但基本仍限于研究者个体的行为，像年鉴派

那样真正的“集体调查”我们做的还非常有限。
勒高夫在谈到费弗尔的《为史学而战》时写道:

“费弗尔在书中提倡‘指导性的史学’，今天也许

已很少再听到这一说法。但它是指以集体调查为

基础来研究历史，这一方向被费弗尔认为是‘史

学的前途’。对此《年鉴》杂志一开始就做出榜

样:它进行了对土地册、小块田地表格、农业技术

及其对人类历史的影响、贵族等的集体调查。这

是一条可以带来丰富成果的研究途径。自 1948
年创立起，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的历史研究

中心正是沿着这一途径从事研究工作的。”②显

然，对集体调查的强调事实上也是与社会史的总

体史关怀相一致的，它可以使研究者更为全面地

兼顾到研究对象的方方面面，真正从特定的区域

历史构建中凸显出整体性的面貌。
因此，社会史研究者要走向田野与社会，并不

能被简单的视为身处乡野，即是我们所追求的田

野调查，而是一个发现史料、发现问题、发现历史

的综合作用的研究过程。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

究中心对清代贵州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文书的发

现整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对集体化

时代山西百余农村基层原始档案资料的搜集整

理，可视为我在此所强调的“集体调查”的开始。
可以说，此类历史与田野有效对接的具体方法，无

论是在原始资料的发掘上，还是在问题假设上，都

对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研究者在抱怨中国没有像西

方那样完整的教会档案和系统文献，从事社会史

研究的资料难以搜集，其实那是我们的功课还没

有做好，我们的工作还没有到位。中国如此之大，

资料搜集的空间也很大。除了研究者个人的田野

工作和资料搜集之外，进行整体性的“集体调查”
实在是应该大加提倡的，一定程度上这也是一种

文化遗产的抢救。而且，我相信社会史研究在从

田野调查中寻找到新的创新点的同时必将推动整

个中国的历史研究不断走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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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除去政治史”与“重提政治史”

自社会史研究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中呈现出

蒸蒸日上的势头后，传统的政治史就似乎陷入了

一种尴尬的境地。其实，这也是中西方新旧史学

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其典型表现

就是以“自下而上”的社会史视角对传统政治史

路径的直接挑战与反叛。正是在强烈反对政治史

统领全部历史的声浪中，一种“排除了政治的人

民的历史”成为西方社会史最初的一家之言，屈

威廉的《英国社会史》便是代表。加纳在 1980 年

代进行评述时说，屈威廉的这个定义“成为关于

社会史的最著名的定义，它经常为人们所引用，又

不断遭到批判，而且迄今为止未被充分理解”。①

勒高夫用“同政治史的一场斗争”作为小标题，即

谈到第一代年鉴派代表人物费弗尔和布洛赫在初

期反对政治史、尤其是外交政治史的斗争。在他

们看来，传统的政治史一方面是一种叙述性的历

史;另一方面又是一种由各种事件拼凑而成的历

史，那就是一种“事件性的历史”。②

其实，年鉴学派虽然反对传统的政治史写作，

但他们自己并没有排除政治史。丹尼尔·罗什就

认为，“政治史从未在法国消失过”，“在早期的年

鉴群体中布罗代尔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要让人

做政治史。马克·布洛赫不仅写了政治史，而且

也开了政治史方面的课程”。③ 中国社会史复兴

以来，并没有明确地排除政治史的说法，或许我们

可以说，由于中国社会史研究建立在以反对政治

史为主导，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史学书写

框架的基础上，因此在其复兴和发展的过程中，政

治史的内容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和重视，这

倒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问题。
进入新世纪后，在倡导“新史学”“新社会史”

的实践过程中，杨念群教授又力争重提政治史。
2004 年《历史研究》第 4 期发表了杨念群的《为什

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一文。他有感于政治史

被碎片化，“最终沦落成为边缘学门”，提出了要

复兴政治史，就必须在与其他研究取向、特别是与

社会史研究的不断对话中寻求灵感，同时也要不

断超越“地方性”的感觉重现建立起整体解释的

意义。④

笔者以为，重提政治史研究，并不是要回归到

旧史学笼罩下的那种传统的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

史;而恰恰是一种与社会史沟通的超越传统政治

史的“新政治史”。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如

何实现政治史与社会史的有机结合，如何从社会

史的角度去研究政治史。政治史与社会史并不相

互排斥，社会史可以丰富政治史的内容，政治史可

以凸现社会史的意义。我们知道，社会史的重要

特征就是注重多学科的交融、“长时段”的观念、
总体史的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甚至是田野

调查的方法等都可以很好地运用到政治史或政治

领域的研究中去。所以，“重提政治史”的一个关

键实际上就在于提醒社会史研究者，即使以“自

下而上”的视角去书写普通民众的历史，也应该

关注到那些对大历史发展进程起着决定性影响的

精英人物、国家政治、典章制度等方面的作用和在

场。这也是追求“总体史”的一种内在体现。
笔端至此，我还想强调一个相关的话题，这就

是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有必要延伸到现当代史，从

社会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
乃至当代中国史研究。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

中国社会史复兴 30 年来，主要的成果和研究队伍

相对集中在中国古代史、近代史领域，1919 年以

后，尤其是 1949 年后的所谓现当代史的社会史研

究显得 相 当 薄 弱。中 国 近 代 史 的 下 限 应 该 在

1949 年已成为学界共识，但具体的研究往往难以

延伸下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史的

研究并没有真正展开。正如田居俭教授所指出

的:“无论从中国通史的一个断代史( 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 的角度审视，还是从中国正在经历并将

长期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史( 社会主义史) 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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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审视，当 代 社 会 史 都 是 一 个 亟 待 填 补 的 空

白。”①可以说，把社会史研究引向现当代史，必将

为中国历史的整体推进做出新的贡献。因为“现

当代史距我们当今的现实社会最近，现实社会中

的许多问题与过往不久的中国历史紧密相连，把

社会史研究引入中国现当代史是中国社会史研究

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也是社会史研究者应当担

负的一份社会责任”。②

社会史首先是一门“问题史学”，通过过去而

理解现在，通过现在而理解过去，这也正是法国年

鉴派史学方法论的核心。勒高夫明确指出社会史

“比任何时候都重视从现时出发来探讨历史问

题”。③ 而中国现当代史与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

变革紧密相连，这样一个长时段的历史，我们不能

也不可能把它割裂开来。如果我们的社会史研究

仅限于古代、近代的探讨而不顾及现当代，那将是

社会史研究一个巨大的缺失和遗憾。倘若将社会

史的视角延伸至中国现当代史之中，则有助于我

们重新解释或评判很多的问题。例如，我们如何

从社会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以阶级斗争为主导的现

当代史和革命史模式;如何突破人为的历史时段

划分，进而从整体的角度研究中国革命史;如何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互相结合来研究中

国革命史;如何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角研究中

国革命史，如此等等，都需要社会史研究者努力思

考并付诸实践。近年来，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

究中心的李金铮教授已开始提倡一种“新革命

史”的研究取向，即“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

说就是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双重互动角度进行研

究，是一个新的切入点和突破点”。④ 近年来，山

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开展的“集体化时代

的中国农村研究”，也是在反思传统革命史的基

础上的新探索。在我看来，这种不同于以往革命

史范式的研究路径也将大大丰富对中国革命及其

现代性转变的认识与理解。

四、走向多元开放

2009 年 3 月 24 日，《光明日报》史学理论版

整版发表赵世瑜教授、常建华教授和笔者三人的

笔谈，题目是《走向多元开放的社会史———中国

社会史研究 30 年的回顾与前瞻》，我以为这个标

题加得很好，多元开放应该是中国社会史研究下

一步的基本走向。
先看开放。中国社会史研究的 30 年是开放

的 30 年，这里的开放首先是我们对国外史学、尤
其是与西方社会史研究的开放。1949 年以来直

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历史学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

的成绩，但也深受闭目塞听和教条主义之害。在

改革开放时代复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开始就受

到来自西方的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

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史研究以及美

国关于中国的相关研究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影响

尤其突出。现代化模式、“中国中心观”、长时段、
“自下而上”、“内卷化”、“过密化”、“权力的文化

网络”、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历史人类学、“地

方性知识”、后现代、后社会史，⑤林林总总的各式

理论和方法，都随着不断地翻译引进而耳熟能详。
然而，上述概念和理论恐怕只是对少数学者而言，

对西方社会史研究相关理论和方法的切实吸纳，

尤其是把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借鉴运用到中国社会

史的具体研究中仍然任重而道远。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放还表现在它对其他人

文社会学科的开放。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政

治学、经济学、民俗学、人口学等都对社会史的研

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社会史也同时促动了

其他学科的发展。眼下，社会经济史、社会文化

史、区域社会史、乡村社会史、城市社会史、水利社

会史、医疗社会史、生态社会史等不仅一一登上史

坛，而且已有一些优秀的成果陆续出现，社会史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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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灰姑娘变成了一位公主，它也像一个盛大的

花圃，培育出千姿百态百花齐放的璀璨景象。
同走向开放一样，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还需要

进一步走向多元。多元本与开放互为一体，开放

必定带来多元，多元能够进一步促进开放。面对

不断翻新目不暇接的西方各式理论，我们会有一

种难以跟进的感觉。早年在国内从事社会史研究

后来又长期在海外研究的孙江教授就曾不无担忧

地说道:“在当代世界新史学变化的时间表上，值

得我们痛加反思的是，限于学术信息的不足和学

术语境的不同，我们和欧美几乎在同一个时间，用

同一种声音发出了‘史学危机’的呼声，但是内容

却根本不同，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要否定

的是整体的结构历史和历史学过分社会科学化的

倾向，而这恰恰是我们视为社会史研究的范本来

加以追求的目标。”①我想中国社会史研究要走向

多元，学习西方是不可或缺的功课，但是我们也不

必为跟不上西方而过多地担忧，西方与我们有不

同的“学术语境”，更有与我们不同的历史内容，

我们要与西方的社会史进行对话而不能仅限于

“自话自说”，我们更要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建

立自己“本土化”的中国社会史，该补的功课还是

要认真地补上。
走向多元，笔者还想强调马克思主义唯物史

观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

本原理与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有许多相通之处，阶

级分析、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的整体的观念、
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等在社会史的研究中都有

其一定的方法论指导意义，我们不能因为过去教

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而漠视它的存在。
年鉴派史学就认为，新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并非互

不相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仍是一种长

时段的理论，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与

新史学注重研究普通民众的历史不谋而合，带着

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和整体观察

等很多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②

认识到这一点，并将其充分纳入具体的社会史研

究中，也将有助于大力提升我们中国历史研究的

整体水平。
可以说目前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已经出现了走

向多元的发展趋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

广泛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各种理论方法的各

类社会史研究已经蔚然成风;区域社会史、历史人

类学以其鲜明的特性更加为人称道;医疗社会史、
生态社会史、城市社会史等新领域方兴未艾;“新

社会史”、“新文化史”、“新革命史”以其探索性的

精神崭露头角;以探讨历史总体性为旨归的“新

整体史”仍然引人注目;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甚

至“集体调查”式的资料工作已渐次展开，我们能

够感受到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无穷魅力和美好前

景，中国社会史研究也必将走向更加广阔的未来。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史研究自 1978 年后复兴

以来，已有 30 年的发展历程。在我而言，这本身

也应该成为我们史学工作者进行认真反思的一段

学术史，或者用福柯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知识考

古学”。就像人类学界早已对其田野工作这一学

科本领不断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一样，我们以历

史学为本位的社会史研究者也应该对走过“而立

之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重

要的研究路径一一进行了探讨与反思，进而推动

整个中国历史的深入发展。本文即是以此为出发

点进行思考的产物，并希望能够引起学界同仁的

关注和进一步的讨论。

(责任编辑:王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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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 world，to restudy political history instead of except political history and the extens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it is
an inherent correlation to seeking total history. Diversity and openness should be the basic trend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ical in the
future.

Discussing on the Theory of Guan Zhong First Policy Wansheng Li
The theory of Guanzhong Benwei Zhengce (Guan Zhong First Policy)，which was proposed by Professor Yin-ko Chen in the

1940s，had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ei，Northern Zhou，Sui and Tang Dynasties. Profes-
sor Chen claimed that this policy was founded by the Western Wei，and followed by the Northern Zhou，Sui and Early Tang (Before
Kaiyuan Period) . Relied on this policy，the Western Wei could withstand the Eastern Wei and Liang Dynasty in the South，and the
Northern Zhou could annex the Northern Qi later. Professor Chen also believed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ling class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none other than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lite bloc which gathered by Yuwen Tai’s Guanzhong First Policy. Challenges
of this theory mainly came from Professor Zhongmian Cen and Yongnian Huang. Professor Cen claimed that the policy did not exi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peror Tang Taizong’s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Professor Huang went much further. By analyzing the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of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Dynasty，he believed that this policy even vanished at that time. However，
these points might come from misunderstanding to Professor Chen. Both Professor Cen and Huang raised their criticism based on the
first part of Chen’s famous book (Draft on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ang Dynasty)，and neglected the second part of the book and
some other relevant works. In fact，the narrative of this book was not precise enough，which might bring on these misunderstanding.
The criticism of Professor Cen and Huang could be reasonable only from the narrative of the first part of this book. If we took the
systematic writing of Professor Chen on this Policy into consideration，the criticism of Professor Cen and Huang were unwarranted.

Japanese Investigation in China and the Policy Adjustment of Trade with China in the Meiji Period Wen Cao
Meiji government of Japan took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modernization，thought of trade scale with China as the key point

whether she could transfer a modern country. In the early step，the trade with China got into trouble because of lacking of experi-
ence. And then，Japan begin to launch investment to China，and changed the policy immediately，who took the north China as a
key area. Because the policy was correct，Japanese trade with China stepped into an ordered era gradually. From 1880s to early of
1890s was the key period for the transform. After collating and analysis Chinese histories，the papers researched the cause，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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